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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观念，以及在静止而封闭的家庭环境中的道德焦虑与伦理困境。叙述者

“我”一方面怀恋镌刻着时代印记的已逝家园，另一方面又以现代理性意识

洞察其间的矛盾和危机。随着情节的发展和叙事者的“成长”，质疑和反思

的叙述声音越来越大，叙述层面的伦理冲突越来越明显。琦君的身世加大了

她在作品中伦理选择的困难。首先，作者认识中的伦理选择完全符合传统家

庭的道德规范；其次，身份意识产生的道德压力在作品中转化为个人伦理选

择的动力；最后，叙述者对应的“女儿”和“侄女”的复杂角色，隐含着对

身份问题的伦理思考。道德焦虑和试图摆脱焦虑的渴望成为琦君书写“故家

故事”的情感基础和创作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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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moral norms of traditional families. Secondly, her sense of identity 
generates moral pressure, leading to sharp contradictions between individual ethical 
choices and societal ethical standards. Thirdly, the roles of “daughter” and “ni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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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ation and creative driving force of Qi Jun’s family s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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琦君（原名潘希真）作为大陆迁居台湾的乡愁文学的代表作家，创作了

30多部散文集、7部小说集，以及若干儿童文学作品，海内外影响深广。1969
年的《髻》和1987年的《橘子红了》以怀旧感人的文学主题，揭示了故家故

去的深层原因。时代冲击固然造成家庭动荡，但最让人痛心的是家庭内部矛

盾冲突造成的情感撕裂。两部作品表现出的道德焦虑，扩展了琦君“故家故

事”的思想深度。

一、故事：传统家庭的伦理困境

《髻》和《橘子红了》都是书写故家伦理困境的小说。《髻》讲述了

“男尊女卑”的旧家庭中的惨痛家事：“父亲”娶“姨娘”后，“母亲”每

天通过梳理不同发式表达心中不满，与“姨娘”竞争。“母亲”向“姨娘”

示威和挑战表达的既是“母亲”的隐痛和辛酸，也是“我”的童年创伤。

《橘子红了》讲述了旧家庭中因妻妾争宠而酿成的人间悲剧，延续和深化了

《髻》的主题。长期滞留乡下的“大太太”为讨好丈夫、稳固家庭地位，以

繁衍子息为借口，把乡下女孩秀芬娶为丈夫的三房。但她的行为并未改变自

己的境遇，反而导致秀芬的人生悲剧。两部作品通过旧式婚姻制度造成的家

庭悲剧，反映中国传统家庭的伦理困境，展开现代性反思。

“文学作品中的伦理是指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的被

接受和认可的伦理秩序，以及在这种秩序上形成的道德观念和维护这种秩序

的各种规范”（Ni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190）1。《髻》

和《橘子红了》中让人痛心的“故家故事”体现的是传统家庭的伦理秩序和

道德观念。道德规范决定个体处境，人物身份决定伦理选择，不同的伦理选

择形成不同的情感态度和行为方式。所有的个人行为和动机、人与人之间的

1　 外文引文均出自笔者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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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和社会矛盾，都是伦理选择的结果。两部小说通过主人公的人生悲剧，

展现了近现代中国江南文化区的伦理观念，以及因伦理观念变化而导致的情

感焦虑和伦理困惑。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期，现代文明的思想观

念逐渐扩展，但传统观念仍根深蒂固，家庭环境依旧封闭守旧。不论城市还

是乡村，家庭成员的言行举止都遵循传统伦理观念，“男尊女卑”是传统夫

妻关系的基本特征。上层社会的富裕家庭大多沿用妻妾制的婚姻制度。在这

种婚姻传统中，形成了与妻妾制相对应的伦理秩序：女性在家庭中地位低

下，在身份上从属于丈夫，处于被支配的家庭地位。在妻妾制的家庭中，女

性生存竞争和权力倾轧现象普遍。

琦君通过传统家庭日常生活描述，展现了传统家庭的伦理秩序，揭示

了家庭成员因伦理身份的变化而造成的沉重道德负累。《髻》和《橘子红

了》中的家庭成员相互间的对立和矛盾，都是根据各自伦理身份进行选择的

结果。在两部小说中，代表传统道德又受困于传统道德的人物“大太太”成

为传统伦理秩序的牺牲品。“大太太”是传统家庭的道德典范，她在家中日

夜操劳，埋头于家务，谨遵妇德，绝对服从丈夫意志，但她的付出往往被忽

略，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橘子红了》中的“大太太”愁的是在外做官的丈

夫长久没寄信回家，即便寄来了，也“只有三言两语，回回都是那几个文言

字眼”，但她总是“双手捧着一遍又一遍的看，嘴角笑眯眯的”（琦君，

《橘子红了》17）。不识字的“大太太”仅得到丈夫简单的家信就感到满

足，这隐含着她卑微的心态，也体现了旧式婚姻中夫妻的不平等地位和情感

不对等。同样，《髻》中的“母亲”也经历了类似的人生境遇。作为传统家

庭中的主妇，她们不仅完全接受传统家庭道德规范，还以道德规范为人生圭

臬。她们极力掩饰对丈夫的想念和克制情感的曲折心理，是大家庭中“大太

太”身份长期被约束和压抑的结果。

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冲击，传统的家庭模式就会保留下来，家庭中偶而

出现的矛盾或意见分歧也会被忽略。在《髻》和《橘子红了》中，作者设置

了导致婚姻关系变化的关键人物“姨太太”。“姨太太”的到来带来家庭环

境变化，导致家庭成员矛盾。《髻》中的“姨娘”一出现就抢了“母亲”的

风头，构成了与“母亲”间的竞争关系。作品中叙述了“我”感受到的两人

间的令人窒息的较量：“母亲”引以为傲的头发，陡然失色；“姨娘”“一

头如云的柔发比母亲的还要乌，还要亮”（琦君，《髻》34）。面对年轻的

竞争对手，“母亲”表现出强烈的危机感。尽管如此，“母亲” 还是选择

与其身份匹配的发式，这注定了她在争宠中落败。同样，《橘子红了》中的

“大太太”也面临“姨太太”的竞争威胁。

伦理关系决定身份意识，只有身份的改变才会带来变动和选择。1《髻》

1　 关于伦理身份与伦理选择的关系，参见 查尔斯·罗斯、杨革新：“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

建构：聂珍钊访谈录”，《外语与外语教学》4（2015）：7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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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母亲”和《橘子红了》中的“大太太”，她们的伦理身份决定了只能

选择与身份相符的行为，即使在激烈的竞争中也不会变通。在《髻》中，

“母亲”心里清楚古板的发式让丈夫讨厌和嫌弃，但其身份决定了她只能选

择保守的旧式发髻。同样，《橘子红了》中的“大太太”完全根据其身份进

行选择，不仅不敢要求丈夫回家，还表现出识大体的样子，安排丈夫迎娶三

房。而面对二房“姨太太”的挑衅，她同样选择委曲求全、不公开对抗。琦

君两部小说中“大太太”的复杂心理以及克制与隐忍，都是她们按照其身份

进行选择的结果。

在旧家庭中，与“大太太”争宠的“姨太太”也加入身份选择的竞争中。

《髻》和《橘子红了》中的“姨太太”，凭借年轻貌美暂时获得丈夫的宠爱，

但随着时间流逝、美貌消失，她们也会像“大太太”一样，愈来愈受困于传统

家庭的伦理秩序，无法避免遭遇其他家庭成员的抵触和排挤。旧时代婚姻关系

决定了女性的人生处境，处于被支配地位的女性间的竞争，注定只能是一种争

宠和自我消耗。在旧家庭这一伦理环境中，女性间的争宠是她们不得不做出的

伦理选择，但弱者间的争斗又进一步强化了她们的身份意识。不论她们如何竞

争都只能屈服于夫权，不能改变她们被动和屈从的地位。

中国传统社会家庭制度历史悠久，形成了一套严格的道德规范，不仅

女性按照身份进行选择，男性同样按照身份进行选择。《髻》中的“父亲”

被“母亲”崇拜，在“母亲”面前拥有绝对权威。即便如此，“父亲”也只

能在家庭伦理秩序中按照身份进行活动，无法自由地做出选择。面对妻妾间

的矛盾冲突，“父亲”既不参与也不评判，而是选择无视。同样，《橘子红

了》中的“丈夫”在家庭中拥有无上权力，但也不能进行自由选择。面对妻

妾们的明争暗斗，他同样选择置身事外。家庭关系中具有绝对权威的丈夫对

待妻妾的态度表明：传统家庭伦理观念下的男性容易丧失鲜活的生命力，成

为空洞能指的象征符号。男性在现实家庭关系中的缺位，加深了中国传统家

庭伦理秩序中女性的不幸。

《髻》和《橘子红了》对旧家庭中人物的伦理选择的书写，呈现了中国

传统家庭的伦理困境：稳固、静止和封闭的旧家庭受家庭权力结构的限制，

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伦理观念成为主导，决定着家庭成员的人生选择。在

传统家庭的伦理秩序中，家庭成员都有强烈的身份意识，只能按照传统的道

德观念进行选择。

二、叙事：新旧伦理冲突

小说作为叙事艺术，叙事策略的运用体现了作者的主体意识和文化观

念。1“文学伦理批评主要是为了解读文学文本，将几乎所有的文学文本视为

1　 有关小说叙事策略与主体意识、文化观念的关系，参见 杨义：《中国叙事学》，北京：商

务印书馆，2019年，第260-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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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道德的记录，以各种方式将伦理结串在一起的伦理排列结构或伦理线，

构成了文学文本的主要伦理结构”（Ni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191）。在《髻》和《橘子红了》这两部作品中，旧的伦理观念认

可传统家族制度和婚姻制度，遵循传统伦理秩序和传统道德规范；新的伦理

观念接受西方现代价值观念，强调个体价值和精神自由，包含对旧的伦理观

念的反思。新旧伦理观念的冲突通过作品叙述声音的变化得以体现。这两部

作品设置了经历成长过程的叙述者“我”，而“我”的认知随着不同的人生

阶段发生变化。儿时的“我”接受的旧伦理观念与长大后接受的新伦理观念

发生冲突，叙述者“我”在不同人生阶段的伦理倾向，构成了作品的叙述

逻辑。

两部小说通过“我”叙述孩童时期的人生经验，体现出强烈的维护旧

伦理观念、称颂传统道德规范的情感立场。叙述者“我”在作品中表现出偏

向母亲和大妈的情感倾向。如《髻》中年幼的“我”面对“母亲”和“姨

娘”的竞争，选择站在“母亲”一边，为“母亲”抱屈；而《橘子红了》中

的“我”坚决站在“大妈”一边，在听说“大伯”娶了二房“姨太太”之

后，感到“心都发抖”（琦君，《橘子红了》16）。“我”伦理立场的形成

是身份意识的深层作用和家庭长期教导的结果。“我”选择与“守家”的

“大妈”保持一致，符合基本人性和情感逻辑。与此叙述立场一致，“我”

难以避免主观情感的影响，也会据此对人物进行道德评判。因此，作品中的

“姨太太”被塑造成有违传统道德规范的女性形象。如《髻》中与忙碌家事

的“母亲”不同，“姨太太”只顾打扮，追求安乐享受。“我”虽然深知敬

爱的长辈的自私和冷漠造成了秀芬的悲惨结局，却不愿直接指摘长辈，认为

秀芬“是被摆布着进入一个陌生的家，却意外地享受到家的温暖的”（琦

君，《橘子红了》35）。这一叙述的转折，既表露了“我”同情秀芬，不愿

直陈其不幸和痛苦人生的曲折心理，又通过偏向于秀芬的安慰表述，缓解了

“我”作为家庭成员的道德压力，避开了直接指责长辈、批判旧家庭的情感

困境。

接受现代思想的成年后的“我”的思考则体现了新的伦理观念。如《橘

子红了》中的“我”面对秀芬不幸死亡时，不再局限于孩童经验，超越了

“我”的情感立场，以反思旧家庭无视底层女性生命和尊严的落后观念，质

疑传统伦理观念：“究竟是谁的罪过呢？是大妈吗？是大伯吗？还是那个交

际花姨太呢？无论如何，秀芬是没有一丝罪过的，但是秀芬却承担了一切”

（琦君，《橘子红了》96）。“我”长大后，回想发生在旧家庭中的不幸和

悲剧，不禁反诘长辈的观念和行为，为承受屈辱和不幸的女性鸣不平，体现

了“我”的现代意识的觉醒。“我”甚至直至指出其过错：“大伯真的会把

秀芬放在心上，说自己‘至为哀痛’，但‘待我归来’，究竟是那一天呢？

难道让秀芬死后还要无年无月的等待吗？”（琦君，《橘子红了》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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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充满激愤的口吻和理性态度质疑家庭权威、传统伦理观念，谴责其

冷漠和敷衍的态度才是导致秀芬不幸和悲剧的根源。与之相类似，《髻》中

的“我”长大后也开始反思传统家庭的伦理观念，在“母亲”和“姨娘”过

世后，逐渐洞悉了人情、人性，能够客观地理解“母亲”和“姨娘”之间的

较量和仇视，这赋予作品更多历史内涵和文化厚度。

孩童时期和成年后的“我”的伦理意识的变化，不仅使叙述倾向的新

旧伦理冲突日益激烈，还造成作品中的叙事立场的矛盾和犹疑。但作为旧家

庭抚育成长的“我”，最终也难以舍弃维护家庭的情感立场，努力挖掘传统

家庭伦理秩序下的善和美。“叙述者评论的内容，是已经经过叙述加工的内

容。叙述者加工与叙述者评论，同样是道德行为”（赵毅衡 55）。作品中

的叙述者围绕传统道德规范确立伦理定位，淡化旧式家庭对立和危机，营造

故家的温馨氛围和美好印象。琦君坦言，虽然觉得“大半生中所遭遇的许多

事，许多人物，并不个个都像我回忆童年文中的人物那么纯朴善良”（琦

君，《与我同车》210），“可是我觉得，社会上坏事情已经很多了，所以为

什么不把好的一面表现出来呢〔……〕写好的写惯了，一写，心里想到的都

是温馨的”（廖玉惠39）。琦君意识到，她无法化解其内心的伦理冲突，在

作品中选择了倾向于传统伦理的叙述立场。这一叙述立场表明她不能超脱刻

骨的故家思念和眷恋，只能选择正视故家所处的历史语境，探寻故家伦理秩

序具有合理性的叙述逻辑。在她看来，故家的传统伦理观念以及所体现出的

新旧伦理冲突有其深厚的历史基础。

《髻》和《橘子红了》隐含着叙述伦理的内在冲突。叙述者“我”面对

“故家故事”体现出激烈的伦理冲突：情感维度的旧伦理观念与理智层面的

新伦理观念产生激烈碰撞。一方面，“我”深深怀恋已经逝去的故家，那是

镌刻着时代印记的家园；另一方面，又以现代思想和理性意识洞察其间的矛

盾和危机。

三、本事：作者伦理选择的两难

《髻》和《橘子红了》的伦理观念和伦理冲突不仅表现在故事和叙事

层面，同时也因作者身世而愈加复杂。勒文森在阐释中国近现代文化嬗变

时，发现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知识分子存在“历史与价值的张力”（勒文森 

3-4）的普遍心态。琦君通过书写“故家故事”体现其个体经验、社会道德压

力及其复杂身世。

首先，在《髻》和《橘子红了》两部作品中，传统家庭的道德规范带来

的伦理选择体现了作者的身份意识。《髻》中的“我”是女儿身份，当她以

女儿身份目睹“母亲”和“姨太太”内闱争斗时，“我”选择与“母亲”一

致的情感立场，认同“母亲”的情感，较少反思；《橘子红了》中的“我”

是收养的侄女身份。相较于《髻》中的“我”，《橘子红了》中的“我”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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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家长表现出客观和理性的情感立场。“我”不会一味偏袒“大妈”，会对

其不合理的行为提出异议，对其无条件服从丈夫的行为表示不满。两部关于

“故家故事”的小说分别以“女儿”和“侄女”的不同叙述视角表达不同伦

理情感。

不管是“女儿”还是“侄女”，琦君深受传统伦理观念影响，对哺育和

培养她的旧家庭充满感激。在《髻》和《橘子红了》中，作者历数了在旧家

庭中受到的呵护和关爱，这也决定了作者的身份意识。《髻》中的“我”，

对“父亲”的想念溢于言表，通过语言和细节体现了父女间深厚情感。这份

亲情在《橘子红了》中也得以充分表达。而在现实中，琦君的伯父伯母（养

父母）不仅在其丧失双亲的幼年时期收养她，还视同己出地抚育她长大成

人。在教育培养上，琦君的大伯表现出的现代教育理念和超前意识1，使琦君

终身受益。琦君以亲身经历展示了在充满关爱的家庭中长大、对伯父伯母有

着深厚感情的故家情结。

琦君有着明确的身份意识，她不仅在作品中不断流露对旧家庭的感恩

之情，也在作品中称颂传统家庭的日常生活和伦理秩序。即使意识到传统伦

理观念下的家庭会不断产生矛盾，甚至危机，她还是表现出强烈的传统伦理

意识：渴望家庭的完整和美满、认同传统家庭观念、为传统伦理观念辩护。

《髻》中的“我”长大后离家求学，一直无改对“母亲”的爱和依恋；而

《橘子红了》中“我”听说“大伯”在外面娶了“二太太”，立即生出“大

伯怎么可以这样对待糟糠之妻？这是欺骗，这是不忠实”（琦君，《橘子红

了》16）的气愤情绪，但又不忍心责备大伯，认为“大伯是为了子息，等

生了一男半女以后，再告诉大妈，她是贤德女人，没有不肯的”（琦君，

《橘子红了》16）。在《髻》和《橘子红了》中以男性家长为尊的家庭伦理

秩序，充分体现了琦君强烈的传统家庭观念。面对家中长辈之间的冲突和

矛盾，尤其当作为家庭权威的“大伯”伤害其他家庭成员时，作为晚辈的

“我”只能委婉地为“大伯”的行为辩护，这体现出琦君维护传统家庭伦理

观念的努力。

其次，琦君在《髻》和《橘子红了》中的身份意识，也体现了琦君个

人伦理选择和社会伦理观念之间的矛盾。琦君虽然在旧家庭中成长，却接受

了现代教育，接触到平等自由等现代思想。但琦君深刻意识到：传统伦理观

念依然强大，女性在旧家庭中处于不平等地位仍是普遍现象。琦君理解特定

历史时期的伦理环境和道德要求，同情旧家庭中受苦和挣扎的人。虽然琦君

个人受到旧家庭的厚待，但她无法忽视传统家庭伦理观念对人性的压抑和扭

曲。她立足于现代理性质疑她所思念的故家故人，不得不承受强大的道德压

力。这种两难的伦理选择使琦君深陷困惑。她在极力赞颂传统家庭伦理典范

的母亲形象、肯定女性无私奉献的精神品质的同时，又同情女性在家中的不

1　 参见 琦君：《桂花雨》，中国台北：尔雅出版社，1976 年，第 8-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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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地位。琦君面对故家的无奈情感、酸楚情绪和困惑心态，削弱了理性反

思的力度。琦君的情理分裂正是其身份意识下不同伦理选择导致的困境。

最后，琦君在《髻》和《橘子红了》中书写的伦理困境，不仅是普遍

意义上的作者身份意识造成的，更是她复杂身世带来的深度牵绊。伯父伯母

兼养父母的双重身份，以及领养抚育这一极具道德高度的行为，令琦君在反

思旧家庭传统伦理观念时，须承担抚养恩情带来的沉重情感压力。但是当作

品中的故家形象日渐丰富，但现实故家却不复存在时，琦君痛感不能回报养

育之恩。对故家的渴念使逝去的故家形象在琦君内心幻化成童年的伊甸园。

但作为作家，她又在理性上意识到：不能只凭着对故家的怀念和依恋，塑造

完美的故家形象，而无视旧家庭伦理观念带来的伤害和痛苦。创作行为使她

深陷于伦理悖论。特别是面对旧家庭中不容质疑的权威者“父亲”和“大伯

父”时，琦君的情感和理智背离分裂就更明显了。作为养女身份和作为作家

身份的琦君，在作品创作时产生了情感对立。深受传统家庭伦理观念影响的

琦君的内心深处难以回避这一伦理冲突，难以弥合感情认同和价值判断。也

正因为深陷于深情和困惑形成的缠结情绪，琦君才写出如此绵长伤痛又无限

隽永的“故家故事”。这不仅是琦君的伦理困境，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转型

和文化嬗递中成长起来的现代作家的普遍伦理困境。

“在文学作品中，狮身人面像因素的概念体现在人物的自然意志、自由

意志和理性意志的结合上〔……〕文学的功能是通过赞扬美德和惩罚罪恶来

教导道德价值观，它的最终目的是回答如何将自然意志和自由意志置于理性

意志的控制之下的问题”（Ni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392）。《髻》和《橘子红了》通过文本内部、文本和世

界、作家和读者等诸多关系，展示了伦理观念于作家的影响和作品的深层作

用。无论是人物，还是叙述者，抑或作者，他们的伦理意识和伦理选择，都

在探讨中国近现代历史转型期的伦理观念。琦君的“故家故事”从不同层面

揭示出：作者的伦理身份形成伦理观念，伦理观念也反过来强化伦理身份，

形成作品的伦理定位；伦理身份的改变带来了态度的改变，产生新的伦理实

践。琦君的“故家故事”在传统与现代、个人与社会的多重伦理关系中进行

选择和定位，并将其人生经验转化为创作素材，而道德焦虑成为琦君书写

“故家故事”的创作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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